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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与

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

龚文娟，彭远春，孙　敏

摘　要：在 “社会化”论和 “社会结构”论看来，母亲与环境的亲密关系浑然天成。那么中国的母亲群

体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表现得更环保、更亲环境呢？本文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勾勒了中国母亲群体的日常环

境行为图景，并基于对客观结构和主观感知与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关系的考量，在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

污染感知等关系维度上，探讨了中国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发现，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上父亲表现得更积极，非母亲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都表现得比母亲群体更积极；媒体使用、

环境污染感知、受教育年限等对母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作用；媒体使用、社会交往亦通过环境污染

感知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中国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受到来自环境污染

感知的多路径、复杂性影响。母亲群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是推动生态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为此，应激发

母亲群体的 “亲环境”意识，以此推动生态型社区／社会的建设及绿色消费生活的普及；同时，在公共政策设

计上，为不同生命周期的母亲群体提供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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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平权运动等一系列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
“生态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性别 （尤其是女性）与环境的关系成为社会研究的主题［１］［２］［３］［４］和
政治舞台中的核心议题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
异［４］［５］［６］［７］，但在既往研究中，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存在方向和程度的不一致：有研究认为，女性
在有关健康和安全的地域性具体环境问题 （如核电污染、水污染）上表现出比男性更强的环境关
心［１］［８］（Ｐ１２５－１５２）；在部分研究中，男性对泛化环境问题的关心水平高于女性，而在另一些研究中，女
性对泛化环境问题的关心水平高于男性［２］［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北美的经验研究较为
一致地支持女性比男性更为关心环境［７］［１０］。有意思的是，学者们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环境模块数据，通过分析使用修订后的ＮＥＰ量表发现：在２１世纪初，中国男性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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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现出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１１］［１２］［１３］。
差异性环境关心是否会转换成差异性环境参与行为呢？事实上，既往研究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支

持环境参与行为中的性别差异。Ｂｌｏｃｋｅｒ等通过分析１９９３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女性虽比
男性更关心环境，但女性并没有比男性表现出更积极的环境行为［２］。有研究支持环境参与行为中不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１４］，而另有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积极的环境参与行为［１５］，还有研究
则发现男性的环境参与行为多于女性［１６］。在支持环境参与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中，部分研究
认为，环境参与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并不是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的后果，而有可能是家庭劳动分工和公
共事务参与状况的后果。如 Ｍｏｈａｉ通过全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略高于
男性，但她们的环境参与行为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这与女性的政治生活状况类似［１］。Ｘｉａｏ等则通
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虽然中国女性环境关心水平低于男性，但在家庭内的环境参与
行为方面女性高于男性［１３］。如果环境参与行为受到家庭劳动分工和政治参与行动水平的影响，那
么是否可以推论：承担家庭成员照护和家务劳动更多的母亲群体［１７］与其他非母亲群体在环境参与
行为上存在差异。这亦是本研究拟讨论的主题。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即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依靠的是亿万普通生活者。“一个关键问题是要确定社会中哪些成
员更为关注环境问题、更为支持环境保护，以便把握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挖掘环境保护的社
会动力以及更加有效地培育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１８］（Ｐ３）２１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者着手用国际通
用量表测量并研究中国公众的环境关心和参与行为，考察其性别差异，发现公众具有一定水平的
环境关心，男性的环境关心水平高于女性；女性在家庭内的环境参与行为多于男性，而在家庭外的
环境参与行为无显著性别差异；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倾向于表现出更多亲环境行为，较高水
平的环境知识可转化为亲环境行为［１１］［１３］。但针对母亲这一庞大的生活者群体的环境行为，目前鲜
有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拟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回答以下问题：在中国社会
中，母亲与其他社会成员 （如父亲、作为非母亲的女性等）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环境行为是
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母亲群体会表现得更积极吗？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了母亲群体的环境
行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母亲身份与环境行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基于社会化理论①，学者们提出 “父母亲身份假设” （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用以描述和检验父母亲角色是否差异性地影响人们的环境关心和环境行为［１］［８］（Ｐ１２５－１５２）。
理论家期望 “父母亲身份”能明显区分两性在环境关心和环境行为方面的表现：母亲更关心她们孩
子和家人的健康，因此更关心环境；父亲更关心家庭物质福祉，而较少关心环境［８］（Ｐ１２５－１５２）。实证
研究结果并未完全支持 “父母亲身份假设”，如有孩子的女性在环境以及与风险相关的问题方面，
相对于有孩子的男性和没孩子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关心［５］。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在研究父母亲身份对有毒
废物污染的关心程度中发现，有孩子的女性是关心度最高的群体［１９］。另有研究则发现父母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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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化理论认为，漫长的社会化历程赋予了女性，尤其是母亲 “施爱者”角色。母性意识在女性生育子女后被激
发出来，逐渐形成利他、宽容、慈爱、合作等优良的母性品格。而社会化历程赋予男性，尤其是父亲 “养家糊口者”角
色。积极进取、获取物质财富、市场性等被视为男性品格。



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不显著［１１］，对男女两性的气候变迁关心没有差异性影响［３］。在环境行为的
差异方面，父母亲身份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如果加入性别变
量，考察 “性别／父母亲身份”的交互影响作用，发现成为母亲会明显降低中国女性在私人领域内
的环境行为参与水平，而成为父亲对男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行为参与水平影响不大；在公共领域
内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父母亲身份都是限制性因素［１３］。此外，有关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
女性在私人领域实施的环境行为多于男性，但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表现方面并不存在性别差
异［６］［７］［２０］。

基于社会化理论，我们假设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方面，母亲与父亲、母亲与非母亲女性的表现
存在差异，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１ａ：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母亲比父亲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假设１ｂ：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母亲比非母亲女性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作为社会结构论①的延展，学者们提出 “生命历程自主度”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概念，

用以解释个体在参与环境行为时能自由安排时间和资源的能力和程度，如自由安排时间、可得性资
源等系限制或促进个体环境行为的潜在要素［２１］［２２］。母亲角色和家务劳动者角色将女性捆绑在家庭
责任上———尤其是家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多子女家庭中的母亲———她们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参与家
庭外的公共事务；反过来，较少参与公共活动又削减了母亲们成为公共组织成员的机会和可能性，
进而抑制她们获取更多资源［１］。从 “资源可及性”（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角度来看，这些因素都
会抑制母亲在公共领域实施环境行为。女性比男性要面临更多的问题 （如家庭、社会与政治参与的
平等性），她们需要分散精力和资源去应对这些问题［１］。因此，基于社会结构论及其延展观点，我
们假设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方面，母亲与父亲、母亲与非母亲女性的表现存在差异，具体假设如
下：

假设２ａ：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父亲比母亲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假设２ｂ：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非母亲女性比母亲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社会化”论与 “社会结构”论部分地解释了社会角色对女性／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１］［１５］。女

性和男性在物质经济 （工作）和道德 （体面）上各自占据的经济体中的空间是不一样的，这定义了
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中的不同价值和地位［２３］（Ｐ１２７－１６３）。物质与道德因素交织，为女性编织了比男性更
严密的社会期待网，将她们固定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在照顾家庭成员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母性
品格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家庭生活赋予有孩子的女性至少两种角色———母亲角色和家务承担者
角色。随着现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参与度的加深，她们由过去的 “主内”逐步变得 “内外兼修”，
这使得有孩子的女性可能还要承担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角色。与此同时，附着在不同角色上的各类
资源也加紧了彼此间的竞争，如母亲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由此给有孩子的女性带来诸多角色冲突。
进一步，我们讨论两种角色———父母亲角色和职业角色———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１．父母亲角色假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孩子的影响，进而将生活重心偏向于家庭。孩子
对母亲的影响大于父亲［２４］，而母亲通常承担更多的儿童养育任务， “成为父母亲” （Ｂｅｉｎｇ　Ａ　Ｐａｒ－
ｅｎｔ）对女性的限制往往大于男性。基于对子女健康及生活环境质量的关心，“父母角色假设”（Ｐａ－
ｒ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母亲比父亲以及其他女性展现出更多环境关心［５］。有关环境行为
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父母亲角色对公私领域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综合考察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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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结构论认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如同工不同酬。工作岗位性别化甚
至迫使女性在成为母亲后，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劳动分工强化了早期社会化中的性别导向。绝大多数女性，尤
其是母亲，或以家庭为中心，或从事与照顾、施爱有关的职业。



父母亲角色”影响时发现，成为母亲会明显降低女性的综合环境行为参与水平。在公共领域环境参
与行为方面，父母亲角色对男性和女性都是限制性因素［１３］。此外，不同的父母亲角色扮演状态对
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也会不一样，例如家有独子女与家有多子女、家有６岁以下需要照顾的幼
童与家有６～１７岁孩子及孩子已满１８周岁的家庭，父母亲 （尤其是母亲）在儿童照育过程中付出
的精力和时间不一样，在环境行为的表现上也会存在差异。限于资料，我们尝试通过子女数量来检
验父母亲角色假设。

假设３ａ：家有多子女需要照顾的母亲，更多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３ｂ：家有独子女需要照顾的母亲，更多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３ｃ：家有１８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更多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３ｄ：家有１８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更少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２．职业角色假设。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否与母亲角色和家务承担者角色产生竞争关系，进而对
养育孩子的女性的环境关心和行为产生影响？结论不一。有研究认为，在家庭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参
与导致人们更关心经济问题，而更少关心环境问题，这不分男女［５］。也有研究认为，全职在外工作
的人比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更关心环境问题［１］。还有研究认为，与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并养育
有未成年的孩子，降低了女性从事公共环境行为的可能性，但如果女性有一份有酬工作并不会降低
其公共环境行为参与率。如果与其他成年人共同生活并且没有一份有酬工作，会增加女性在私人领
域的环境行为［２２］。综合考虑资源可得性和生命历程自主度，我们假设职业角色带来的观念和资源
差异可能导致母亲群体在不同领域内的差异性环境行为，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４ａ：无工作的母亲相比于参与劳动力市场有薪酬工作的母亲可能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
境行为；

假设４ｂ：参与劳动力市场有薪酬工作的母亲相比于无工作的母亲可能实施更多的公共领域环
境行为；

假设４ｃ：具有管理职位职业的母亲更多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４ｄ：具有管理职位职业的母亲更多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二）社会交往与环境行为
环境行为既是行为主体对客观环境状况的能动反应［２５］，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期待、地区

差异、信息分割等外在结构性因素投射在行动者身上的表现［２６］，还是资源、机会和特殊技能等行
动控制条件约束的产物［２２］。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不能，也从来没有脱离这些客观状况、期待与约
束而独立地存在过。

从常人方法论的角度理解，母亲的环境行为是一种日常的、策略性地在不断互动中达成的成
就。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互动能够通过帮助个体获取和传播环保信息，促进环保行为的学习，从而
有助于行动者改进环保行为［２７］。本研究拟从两方面考察母亲的社会交往状况：一是母亲日常与他
人交往密度 （包括邻居和朋友），二是媒体使用情况。公众被动员参与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越有
助于其对环境问题或环保信息的沟通和交流。社会网络关系增加了公众个体被社会关系动员起来参
与的概率［２８］。据此，我们假设社会交往密度有助于提升母亲的环境行为，具体如下：

假设５ａ：母亲的社会交往密度对其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有显著性影响，社会交往密度越大，越
有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５ｂ：母亲的社会交往密度对其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有显著性影响，社会交往密度越大，越
有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作为信息传播重要中介的媒体，在环境行为计划的形成中扮演 “传递者”和 “塑造者”角色，
但很难说媒体使用就 “促进”了还是 “抑制”了人们的环境友好行为。有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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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个体越倾向于讨论环保议题并产生环保行为，新媒体使用强度越强的个体参与环保活动越积
极［２９］。另有研究则认为，媒体使用虽能提升公众的环境问题关注度，但关注度上升并不足以促使
公众开展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３０］。有研究甚至认为，直接的媒体接触对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具有
负向作用［３１］。传统媒体具有单向传递信息的特点，尤其是各级官方传统媒体兼具宣传教育功能，
而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具有双向／多向信息流动的特点。有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接触强度对于公众
环保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互联网接触强度则无显著影响［３２］，传统媒体使用对于亲环境行为
的动员效果显著高于新媒体［３３］。考虑到不同媒体对不同领域中的环境友好行为可能存在差异性影
响，我们假设：

假设６ａ：传统媒体使用强度促进母亲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
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６ｂ：传统媒体使用强度促进母亲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
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６ｃ：新媒体使用强度抑制母亲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即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不可
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６ｄ：新媒体使用强度抑制母亲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即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不可
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三）环境污染感知与环境行为
跨国研究发现，在污染相对严重的国家，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表现得更为积极［２５］，环境污

染暴露可能比社会化和文化因素更明显地影响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反应［３４］。 “环境污染驱动假
说”应运而生，即环境质量下降，影响公众的生活甚至生命质量，公众采取相应行为应对环境污
染。在污染驱动假说中，公众对污染的体验不容忽视，即公众环保意识在感知到环境污染严重之后
开始觉醒，从而采取各种环保行为来减少环境污染。一项针对中国西北农村地区的研究也发现，环
境危害经历对于提升中国西北地区农村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总的频次有显著影响［３５］。此外，居民
健康状况对其获取环境健康知识、采取亲环境行为也有显著影响［３６］。环境污染和公众对污染的体
验在不同层面上双管齐下影响公众环保行为：微观层面，环境污染感知、环境知识对个人的环境保
护行为有显著影响；宏观层面，污染物排放指标对个人的环保行为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调节作
用［３７］。污染驱动假说提出环境污染及公众污染体验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那么，这一假
说在母亲群体中是否得到稳健的支持呢？

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看，母亲经历了怀孕、生产、哺乳等特殊生理阶段，与后代血脉相连。相比
父亲，母亲群体对待后代更为关注和无私［３８］。因此，对环境变化 （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关心是女
性关心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关心孩子健康的本能反应衍生出的结果之一。关注家庭成员健康安全
的态度促进了女性 （尤其是母亲）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关照态度，并产生相应行为［３９］。出于对后代
保护的本能，母亲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十分敏锐，日常生活中的不良环境体验都可能引起母亲的警觉
和应对行为，如１９７８年的 “爱河事件”①、２０１５年的 “弗林特水危机”② 都是母亲们最早体验到并
发现环境变化对家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进而行动起来引发社会关注。鉴于此，本文假设母亲群体对
环境污染的体验正向影响其环境行为，具体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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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Ｅ．Ｃ．Ｂｅｃｋ，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Ｃａｎ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ｙ，ＥＰ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７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ｗｅｃ．ｅｄｕ／ｆｉｌｅｓ／１３１３／

Ｔｈｅ－Ｌｏｖｅ－Ｃａｎａｌ－Ｔｒａｇｅｄｙ－Ａｂｏｕｔ－ＥＰＡ－ＵＳ－ＥＰＡ．ｐｄｆ。

参见：人民日报 《美国弗林特水危机， “天灾”还是 “人祸”？》，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０３／

１７／ｃ＿１２８８０５８７５．ｈｔｍ。



假设７ａ：母亲感知到的环境污染越严重，越有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７ｂ：母亲感知到的环境污染越严重，越有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解释框架
根据前文综述和分析，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是在日复一日的惯例化活

动中，对客观环境状况的能动反应，也是在文化期待、规范制约和信息分割等约束下，不断互动进
而达成的成就［４０］。这些行动和成就不是发生在某些固定的 “地点”，而是发生在流变的 “空间”
中，是一种生成性、关系性的空间实践①。因此，本文将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分别放入私人领域和公
共领域进行讨论，并从母亲身份、社会交往和环境污染感知三个维度解释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日
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以及文化规范，尤其是存在于朋友、邻里、同事和其他社会群体之中的非正式
网络交换，影响人们选择性地感知某些环境问题，而忽略另一些环境问题及其严重程度［４１］。人们
在对某类公众事务 （如环境污染与环境风险）做出判断和评价时，往往会参考身边其他人的看法。
社会过程和群体动力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身边人的观点会成为其感知的参照点，
同时他们又共享类似的文化观点。通过网络内的非正式互动，人们对问题的感知和解释会被整合进
更大的价值和分析框架中［４２］［４３］。所以，本文认为母亲身份和交往互动维度的因素除了直接作用于
环境行为，还可通过影响环境污染感知这一内在感知，间接作用于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基于这一
考虑，本文拟将环境污染感知作为中介变量，考察母亲身份和社会交往互动维度变量通过环境污染
感知变量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讨论的 “母亲”不仅限于已育女性，还包括养
母和继母，准确地说，是获得母亲身份或母亲角色的女性，她们有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
在内。因此，这里的 “非母亲”指未获得母亲身份的女性。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父亲

母亲

非母亲女性

环境行为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母亲身份

环境污染感知

社会交往

未所年子女数

职业角色

社会交往密度

媒体使用情况

图１　研究框架图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２０１３）。

该调查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 （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深圳５个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再在每个抽中的县 （区）内随机抽取４个居委会或村委会；然

后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中随机调查２５户家庭；最后在每个抽取的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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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的空间既指具体的功能性的物理空间，也指以抽象符号为载体的社会空间。空间与实践相互成就，空间为
实践提供前提条件，实践再造空间。在这个流变的空间中，规则、资源、关系、认知、体验等要素交互形塑母亲群体的
日常环境行为。



访。调查对象为１８岁及以上成年人。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有效样本为１１　４３８人，应答率为７２．１７％，其中男
性占５０．３％，女性占４９．７％。本研究测量变量主要来自问卷中的环境模块。根据本研究需要，我
们剔除环境行为变量缺失情况严重的样本后，得到母亲样本数５　０３９个，占比４４．４％；父亲样本

４　７７８个，占比４２．１％；非母亲女性５９０个，占比５．２％。
（三）主要变量
１．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母亲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内实施的环境行为，采用包含 “垃

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
装进行重复利用、为环境保护捐款、主动关注媒介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参加环境宣传教育
活动、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或
上诉”等十个题项的环境行为量表进行分析，依次询问了被访者在最近的一年里是否经常、偶尔或
者从不从事相应的活动或行为。在分析中，将从不、偶尔和经常选项分别赋值为０、１和２。

信度分析表明，环境行为量表的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７５４，Ｒｉ－ｔ值在０．２８５～０．５５８之间不等，且在删
除对应项目之后，ａｌｐｈａ值普遍降低，即有着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另根据既有研究对私人领
域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区分及测量的结果［１５］［４４］，本研究对环境行为量表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统计结果表明①，环境行为涵括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两维度，前者由第

１、２、３、４、６项构成，后者则由第５、７、８、９、１０项构成。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的因子负
载对相应项目进行加权累加，形成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两个变量。

２．自变量。
（１）母亲身份：通过测量 “未成年子女数”和 “职业角色”来考察。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的未

成年子女数：“请问您有几个１８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 （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职业角
色”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工作状况与在工作中的管理活动情况来测量， “只管别人，不受别人管理”
和 “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归为 “管理工作”，“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和 “既不管理
别人，又不受别人管理”归为 “非管理工作”，全职工作与非全职工作之外的情形则归为 “无职
业”，分别赋值为２、１、０。

（２）社会交往：区分为线下交往和媒体使用两类。线下交往主要通过日常社会交往密度来测
量，即考察被访者与邻居、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将回答选项 “几乎每天”“一
周１到２次”“一个月几次”“约一个月一次”“一年几次”“一年一次或更少”“从来不”相应赋值
为６、５、４、３、２、１、０，缺省值赋值为中间取值３，进而将二者相加生成社会交往密度变量。媒
体使用主要测量被访者在过去一年内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等媒体
的频率，将 “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相应赋值为１、２、３、４、５，缺省值赋值
为中间取值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属于传统媒体，将其相加生成传统媒体使用变量。互联
网、手机定制消息属于新媒体，将其相加生成新媒体使用变量。

（３）环境污染感知：通过被访者依次对所在地区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工业垃圾污
染、生活垃圾污染、食品污染等６个方面严重程度的判断进行分析，将 “没有该问题／不严重”“不
太严重”“一般／没关心／说不清”“比较严重”“很严重”回答选项相应赋值为１、２、３、４、５。信
度分析表明，该量表的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８３１，Ｒｉ－ｔ值在０．５１１～０．６７１之间不等，且在删除对应项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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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方值＝６４７．６２７、ｄｆ＝２９、ｐ＝０．０００、ＧＦＩ＝０．９８９、ＣＦＩ＝０．９７７、ＩＦＩ＝０．９７７、ＮＦＩ＝０．９７６、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３，故模型具较好的拟合度。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对应题项的因素负载相应为０．５５、０．７０、０．３７、０．２８、０．６３，公共领
域环境行为对应题项的因素负载相应为０．５６、０．８１、０．８０、０．４３、０．５５；且两因子间的相关关系较强，为０．６１。限于篇
幅，模型图和相关结果未呈现，读者若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后，ａｌｐｈａ值均降低，即有着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另根据既有研究对环境问题体验维度划分
与测量结果［５］，本研究对环境污染感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统计结果表明①，环境污染感知具单
一维度。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的因子负载对相应项目进行加权累加，形成环境污染感知变量以
纳入后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４）鉴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与环境行为的关联在既往研究中得到了证实［１８］（Ｐ３）［４４］，为了
更准确地考察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年龄、教育年限、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
析框架。各变量的描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表

变量 性质 说明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５，均值为１．９０，标准差为１．２０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６．３０，均值为０．６２，标准差为１．０６
未成年子女数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５，均值为０．５１，标准差为０．７５
职业角色 定类变量 管理工作者＝２、非管理工作者＝１、无职业＝０
社会交往密度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１２，均值为６．５８，标准差为３．３２
传统媒体使用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４，最大值为２０，均值为９．３９，标准差为２．８２
新媒体使用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２，最大值为１０，均值为３．３４，标准差为２．０５
环境污染感知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４．０３，最大值为２０．１５，均值为９．２９，标准差为４．２９
年龄 连续变量 均值为５０．７８，标准差为１４．９４
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未受过正式教育＝０、小学／私塾＝６、初中＝９、高中／职高／中专／技校＝１２、大

专＝１５、本科＝１６、研究生及以上＝１９，均值为７．４６，标准差为４．１５
收入 连续变量 将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均值为３．７７，标准差为１．３５

（四）分析策略
首先，本研究通过对环境行为进行组间均值比较，检验父母、女性群体内母亲与非母亲、拥有

多子女母亲和独生子女母亲、未就业母亲与就业母亲、从事管理工作母亲与非管理工作母亲等群体
之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
验母亲身份、社会交往与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第三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探寻各因素影响母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

四、分析与发现

（一）母亲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环境行为差异比较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母亲身份是否对行动者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笔者对母亲、父亲和非母亲

女性等群体的环境行为得分进行了均值比较，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数据显示，母亲与父亲在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假设１ａ未获支持），父亲

较母亲实施更多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２ａ获支持）；与非母亲女性相比，母亲实施更少的私人
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与假设１ｂ方向相反，假设２ｂ获得支持）；相比拥有多子女的
母亲，拥有独生子女的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与假设３ａ相反，
假设３ｂ获得支持）；就业母亲较非就业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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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图如图２所示。



假设４ａ方向相反，假设４ｂ获得支持）；相比从事非管理工作的母亲，从事管理工作的母亲实施更
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４ｃ和４ｄ获得支持）。

综上，除了父母亲角色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其他角色在公私领域环境行为上
都呈现了显著差异。初步分析显示，中国母亲群体在环境行为方面并未表现得比其他群体更积极，
且母亲群体内部，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就业状态的母亲，其环境行为表现存在差异。私人领域内的
母亲环境行为表现并没有支持社会化理论及其延展假说，相反，非母亲群体反而在私人领域内的环
境行为上表现得更积极，这值得我们反思 “与生俱来”的本能说是否能解释中国母亲的环境行为。

表２　母亲与其他群体环境行为的均值比较

群组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均值 Ｔ值 均值 Ｔ值
Ｎ

组１
　父亲 １．８６４　 １．４１３　 ０．６３４　 ６．６５７＊＊＊ ４　７７８
　母亲 １．８３０　 ０．４９７　 ５　０３９
组２
　非母亲女性 ２．４５３　 １２．２５９＊＊＊ １．０２６　 １０．３３７＊＊＊ ５９０
　母亲 １．８３０　 ０．４９７　 ５　０３９
组３
　拥有独生子女的母亲 ２．２０８　 ２０．１３９＊＊＊ ０．７０７　 １２．９３７＊＊＊ ２　１２７
　拥有多子女的母亲 １．５５１　 ０．３４２　 ２　９０３
组４
　就业母亲 ２．２２２　 １５．４６０＊＊＊ ０．７８２　 １２．０５９＊＊＊ １　４９５
　非就业母亲 １．６６４　 ０．３７６　 ３　５４４
组５
　从事管理工作的母亲 ２．５５３　 ５．０４５＊＊＊ １．１４５　 ４．９１０＊＊＊ ２７１
　从事非管理工作的母亲 ２．１５５　 ０．７０６　 １　２１０

　　 注：＊＊＊ｐ＜０．００１。

（二）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如表３所示），未成年子女数对母亲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

行为都无显著影响，假设３ｃ和３ｄ未获支持。在加入社会交往密度、媒体使用和环境污染感知变量
后，职业角色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消失，而从事管理工作、参与劳动市场的母亲实施更
多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社会交往维度上，社会交往密度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并无显著
影响，假设５ａ未获支持；但对其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母亲的社会交
往密度越大，越有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假设５ｂ得到验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都有
助于母亲私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假设６ａ和６ｂ得到验证，与假设６ｃ和６ｄ方向相反。环
境污染感知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即母亲体
验到的环境污染越严重，越有可能实施私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假设７ａ和７ｂ得到验证。

从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来看，在逐渐纳入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等因素之后，模型解释
力逐渐加大，说明二者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实施产生影响。在纳入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等
因素之后，职业角色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意味着其可能通过媒介使用、环境污染
感知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产生间接影响。从模型４、模型５、模型６来看，在逐渐纳入社会
交往、环境污染感知等因素之后，模型解释力逐渐加大，说明二者对母亲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实施产
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年限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存在较大影响，即无论公私领域，受教育
年限越长的母亲群体越可能实施环境行为。年长者、收入越高者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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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对环境行为的预测 （ＯＬＳ回归）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未成年子女数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管理工作者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非管理工作者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社会交往密度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传统媒体使用 ０．２４４＊＊＊ ０．２１５＊＊＊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新媒体使用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环境污染感知 ０．１７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教育年限 ０．４３４＊＊＊ ０．２４１＊＊＊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收入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６２　 ０．２８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４
Ｆ ２２９．７０３　 ２０２．６７８　 ２０２．８７７　 ７６．８５５　 ７６．６５６　 ９２．５７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表内报告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职业角色以

无职业作为参照组。

（三）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依据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图１），结合各变量的相应测量，并删

除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对中介变量不显著的路径，构筑出母亲环境行
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图２），进而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进行路径分
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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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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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管理工作者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４＊＊＊

非管理工作者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９＊

社会交往密度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１＊＊＊

传统媒体使用 　０．２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２４６＊＊＊ 　０．１５９＊＊＊ 　０．０２１＊＊＊ 　０．１７９＊＊＊

新媒体使用 　０．１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４５＊＊＊

环境污染感知 　０．１９９＊＊＊ 　 　－ 　０．１９９＊＊＊ 　０．１１０＊＊＊ 　 　－ 　０．１１０＊＊＊

年龄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２＊＊＊

教育年限 　０．１９０＊＊＊ 　０．０４８＊＊＊ 　０．２３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０＊＊＊

收入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２＊＊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抽取５　０００次进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模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卡方值＝６４９．０２４、ｄｆ＝６０、ｐ＝０．０００、

ＧＦＩ＝０．９８３、ＮＦＩ＝０．９７０、ＩＦＩ＝０．９７２、ＣＦＩ＝０．９７２、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４。母亲公共领域环境行
为模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卡方值＝６１３．２００、ｄｆ＝６０、ｐ＝０．０００、ＧＦＩ＝０．９８４、ＮＦＩ＝０．９７０、

ＩＦＩ＝０．９７３、ＣＦＩ＝０．９７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３。由此可见，两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职业角色虽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与总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借助环境污染感知对私人

领域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影响，并改变了总影响的方向，职场活动提升了其环境污染感知
水平。相比全职母亲，参与职场劳动的母亲实施更多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无论其是否担负管理
工作。

社会交往密度对母亲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实施无显著影响，但对其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有
着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社会交往密度无论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还是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皆有显著
的负向间接效应，即日常生活中与邻居、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越频繁，反而降低了环境污染感知
水平。可能的解释是，如果身边的邻里亲朋大多对环境污染感知不敏锐，通过社会交往可能产生惯
常的趋同与适应，进而降低行动者对环境污染的敏感度。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都有助于母亲私
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媒介接触有利于获取相关环境信息、环境知识等，并
且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形成拟态环境，进而影响公众的环境污染感知水平。
环境污染感知本身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实施有着显著直接影响的同时，职
业角色、社会交往密度、媒体使用等亦借助其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母亲环境污染感知越强烈，其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实施环境行为的可能性越
高，从侧面印证了环境污染暴露和体验影响人们环境保护行为的观点［３４］［３５］。职业角色和媒体使用，
通过影响母亲的环境污染感知，强化母亲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环境行为，具体表现为，相比
全职母亲，无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或非管理工作的母亲，对环境污染感知都更高，进而实施更多的环
境行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有助于对环境污染产生更敏锐的感知，进而实施更多的环境行
为。此外，年长者、教育年限越长者，环境污染感知水平越高，亦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收入则更
多对环境行为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传统文化将慈爱、保护、节俭、宽容、合作等品格定义为 “好”母亲的标志，但 “我们乐于称
之为 ‘母爱’的东西实际上是与厌倦、不耐烦、愤恨和失望等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发人深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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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母亲的标志”［４５］（Ｐ６８）。Ｒｕｄｄｉｃｋ认为母亲身份的标志是关怀，其本质并非 “自我牺牲”。这种
矛盾既体现在母亲在亲子关系中的日常表现，也体现在母亲对待环境的行为中。在教养孩子的过程
中，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发自本能，是最纯粹和圣洁的，但关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并不是固定
不变的，恰如人们调侃亲子日常是 “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母亲对环境的
关注和行为也是随生态环境状况、生命历程、工作机会、价值观念、社会交往状况等因素变化而变
化的。

作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环境问题的发现者和体验者、家庭消费的主导者及子女的照护
者，母亲群体理应成为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聚焦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基于对客观结
构、主观感知与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关系的考量，探讨了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
群体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母亲身份、社会交往借助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所产生
的间接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与其他群体相比，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并未表现得如假设一般积极。具体而言，在公共
环境行为上父亲表现得更积极；非母亲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都表现得比母亲群体
更积极；相比拥有多子女的母亲，拥有独生子女的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
境行为。资源可及性假设和生命历程自主性假设或许能为母亲的环境行为提供一定解释。资源可得
性假设认为，即便女性的环境关心高于男性，但由于她们占据的社会位置整体上比男性低，使得她
们在参与环境行为方面缺乏必要的可得性资源，如时间、对政治体系的知识和了解程度、组织从属
关系 （包括附着在这些组织关系上的资源）等。因此，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比男性面临更多社会因
素造成的问题，如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及其衍生问题，使得她们不得不把其注意力和资源分散到更
多方面以应对这些问题。生命历程自主性假设认为，行动者在生命不同阶段因工作和照顾家庭的需
要和任务不同，他 （她）们参与环境行为的能力受到不同阶段社会角色和任务的形塑和可自由支配
时间的限制［１３］。在针对妻子与母亲的社会福利供给不足的双重限定下，女性的劳动负担依然重［４６］，
父母亲身份限制了个体在参与环境行为时自由安排时间和资源的能力和程度［２２］。

第二，就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的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
响，职业角色、社会交往密度和媒体使用对母亲环境行为不仅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还通过环境污染
感知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受到污染体验、感知到
的外在约束与控制及日常生活中交往实践的复合影响。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污染暴
露中的体验和感知，还具有强烈的条件约束性，即行为发生在时间、精力、资源、机会、社会规
范、社会交往等一切可感知到的约束和控制之下，此外，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也是影响母亲环境行为
出现差异化表现的因素。

“母性品格”在部分环境关心研究中得到验证［５］［１９］，但在本文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中没有得到
充分支持。制度安排、社会福利供给、家庭成员支持、媒体接触、社交互动等都可能影响母亲群体
环境行为发生改变。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并不如我们假设的一样积极，在对其影响因素的讨论
中，本文亦发现，“社会化”“社会结构”等工具并不能提供充分解释。母亲在不同时间 （生命历程
周期）和空间 （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中实施的环境行为，是在环境状况、文化期待、规范制约和
信息分割等要素刺激下，不断互动达成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具有生成性、关系性和流变性，即并不
是我们假设的那样———富于自我牺牲，单纯的积极向上———而是不同时空中，复杂因素多元路径作
用下的变动性成就，反过来它影响空间关系和社会结构。所以，我们并不能推断，母亲身份一定带
来积极的环境行为。鉴于此，要在全社会提升亲环境行为，需要全方位的社会参与，例如合理的制
度设计 （如三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是否有配套的儿童照护福利制度）、环境教育终身化 （基于受
教育程度对环境行为稳定的正向影响）、理想化媒体表达对环境知识的传播等。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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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由于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数据并非每一轮调查都能获
取，尽管本研究选取了最近的全国环境模块数据，但当前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或已发生变化，
需要新一轮数据对其加以对比验证；其二，使用二手数据，无法对一些相关变量进行测量，如 “家
务承担者”“居住模式”等，也无法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去获取对母亲环境行为背后故事的理解。作
为生活者，每一个体的行为都事关环境质量改善，故关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环境行为研究尚存在进
一步拓展的空间，如家庭作为消费领域主体之一，不但承担养育后代的功能，还承担赡养亲代的义
务，在照护过程中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单位。中国具有比较
普遍的 “祖带孙”家庭照护模式，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家养老亦可能拓展环境行为研究
新议题，未来研究可立足家庭 （如居住模式、生活互动等）考察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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